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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方言是心理学本土化研究的新方向，本研究旨在考察语言类型（方言、普通话）对群体和个体社会决策的影响。实验 1 通

过改编的公共物品博弈范式，发现方言条件下信任与合作水平、主观评定积极情绪和心率的变化值更大，皮肤电无显著变化；普

通话条件下信任在主观消极情绪评定和合作行为间发挥着完全中介作用。实验 2 利用改编的最后通牒博弈范式，发现不公平的￥2-

￥8 分配方案下方言条件的接受率显著高于普通话条件，提议越公平接受率越高。结果表明方言会影响人们认知、情绪和决策行为，

研究为语言和决策领域的探索提供了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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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社会决策与日常工作与

学习息息相关，很多重要的决策都是在人际互动与

语言交流的情境中做出的。社会决策的主要研究内

容包括社会合作、利他行为、公平感、人际信任等

各种社会现象（Rilling & Sanfey, 2011）。探讨社会

决策不仅可以描述和解释个体的社会行为，还有助

于构建群体和社会层面上合理的组织机制（苏彦捷，

张慧，张康，2012）。

社会决策往往通过书面语或口语中所承载的言

语信号来沟通、审度、利益权衡、进一步决策。

语言既是文化传播与传承的载体，又是情绪表达

作用于社会决策的载体（Keysar, Hayakawa, & An, 
2012）。关于双语对决策的研究，研究者发现当实

验指导语分别用母语或二语呈现时，博弈者的捐款

数量没有显著差异，且群体规模与合作行为之间存

在负相关（Brewer & Kramer, 1986），语言对决策的

影响小于群体规模的影响（Li, 2017）。Keysar 等人

（2012）发现被试听母语表达的禁语和谴责比听第

二语言引发更强烈的皮肤电反应，且在经典框架效

应和损失规避实验中被试用非母语交谈时所做出的

决定更少地受到情感倾向的影响，降低了决策偏差。

从某种意义上讲，更接近“理性人”假设。

双语与双言的研究既有相通之处，又存在着不

同。两者的核心都是文化的差异，双语是国与国之

间跨文化的差异，而方言则是地域文化的差异。双

言是指个人或语言社团掌握并使用的一种语言的两

种或两种以上的地域变体或社会变体（张积家，张

凤玲，2010）。方言是老乡心理深层次的核心问题

（姜永志，张海钟，张鹏英，2012），它可能影响

人们的认知、激发即时情绪、进一步引发老乡情结

从而影响决策行为。Dehghani, Khooshabeh, Nazarian
和 Gratch（2015）运用三个实验证明口音单独影响

人们的认知，中式英语口音相较于美式英语更能激

发美籍华人的集体主义解释框架。研究者通过电话

实验发现户主可能通过方言或口音辨别出种族，产

生种族歧视，拒绝租赁房屋给特定种族的人（Purnell, 
Idsardi, & Baugh, 1999）。

公共物品博弈常作为观测个体合作意愿的实验

情境，最后通牒博弈是研究公平感使用最多的决策

范式，曾有研究者将两个实验范式连用使研究角度

更加多元（张书维，2017）。公共物品博弈是经典

的群体社会两难决策，是日常生活中群体合作与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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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的映射，表现为“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公共

物品供给与消费方式，也可能出现“三个和尚没水吃”

的现实情境。合作程度越高，个人收益也越多，“搭

便车”享受他人的贡献比选择合作更有利可图。最

后通牒博弈是个体决策行为的经典实验范式。依据

经济学中“理性人”假设的逻辑，回应者会接受所

有不为零的分配，因为在任何情况下“有”都比“没有”

要好。然而在实际研究中发现，反应者为了追求公

平，可能会放弃自己的利益，使提议者也一无所获。

此外，博弈者也并不像传统经济学认为的那样同质，

存在系统的个体差异和种族文化差异（李欧，徐富明，

邓颖，刘程浩，史燕伟，2016）。

综上所述，语言可以影响决策，但国内鲜有方

言对社会决策的实证研究。因此实验 1 采用改编的

公共物品博弈范式，利用生理记录仪记录不同阶段

的生理指标，探究方言对群体决策中人际信任、合

作、情绪的影响。在情绪与决策的相关研究中，生

理指标与主观情绪评定常分别作为评定情绪的客观

和主观指标共同出现。皮肤电、心率两个生理指标

被许多研究者（王芹，白学军，郭龙健，沈德立，

2012；Gross & Levenson, 1993, 1997）使用，研究表

明这两个生理指标在情绪唤醒状态下较为敏感（王

芹等，2012）。实验 2 采用最后通牒博弈范式，探

究语言类型对个体本身的行为决策模式是否有改变，

即方言及分配方案对最后通牒实验中被试接受率的

影响。

2   实验 1

2.1   被试  
招募山东潍坊、青岛两地被试共 71 人。根据钱

曾怡、高文达和张志静（1985）对于山东方言分区

的报告，本研究所使用的两种方言均属于东区中的

东潍片，在声调、字音、语音等方面与普通话区分

度高。剔除的数据有：（1）被试认为实验 1 中方言

相像程度（1 完全不同，2 有一点相同，3 中等相同，

4 比较相同，5 非常相同）为 1 或 2；（2）心率大

于 140 次 / 分钟。由于方言具有地域性、变体较多

的特点，因此被试剔除较多，但这在双语、双文化、

口音研究中是很常见的（Dehghani et al., 2015）。最

终收集有效数据 52 人（18.48 ± .50 岁；42 女，10 男）。

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无色盲，右利手，方言相像

程度为 3.98 ± .64。实验前告知被试会综合两个实

验的表现给予报酬。

2.2   实验设计  
单因素两水平被试内设计。自变量为语言类型

（普通话，方言）。因变量为：（1）合作水平：

你决定贡献多少电子话费充值券给你所在的小组？

（用 0 ～ 30 以内的具体数字表示）；（2）对他人

合作行为的信任程度：你相信其他小组成员为了小

组利益而贡献个人电子话费充值劵吗？（1 完全不

相信，2 不相信，3 有点不信，4 一般，5 有点相信，

6 相信，7 完全相信），所测到的信任为总体信任

水平，即指博弈者对他人合作行为的预期（王沛，

陈莉，2011；Mulder, van Dijk, De Cremer, & Wilke, 
2006）；（3）被试在不同实验水平和不同阶段下

的生理数据（心电、皮肤电），作为衡量情绪变化

的客观指标；（4）被试在不同实验阶段中的积极消

极情感量表（Positive Affect and Negative Affect Scale, 
PANAS）得分，作为衡量情绪变化的主观指标。

2.3   实验材料  
（1）本实验所有假被试均为熟练双言者（普通

话达到二甲水平；从小在方言环境下长大，父母均

为方言使用者），提前录制其发言录音并用 Adobe 
Audition CS5.5 进行剪辑。对于青岛 / 潍坊地区的被

试，所使用的实验材料分别由青岛 / 潍坊熟练双言

者录制。录音中假被试按照顺序分别表达对游戏规

则的疑惑、对小组成员的信任和怀疑三种截然不同

的态度，目的是让被试能够再次理解实验规则并识

别出家乡方言。（2）PANAS 量表（Watson, Clark, 
& Tellegen, 1988）、信任水平、合作水平。

2.4  实验仪器  
使 用 BIOPAC 公 司 MP150 型 16 导 生 理 记

录仪系统记录生理指标。所采集的生理数据用

Acqknowledge 4.0 软件进行预处理，并使用 SPSS 
22.0 进行后期数据分析。

2.5   实验程序  
采用 E-Prime 2.0 编写。被试单独完成实验，与

被试组成 4 人小组的其他三位被试均为假被试。被

试性别为女时，三位假被试性别分别为男 - 女 - 男，

被试性别为男时，三位假被试性别分别为女 - 男 - 女。

平衡语言类型的实验顺序。

①填写 PANAS 量表。

②给被试连接生理记录仪，要求被试以最舒服

的姿势保持平静和放松。持续采集生理指标 5 分钟

作为基线。  
③主试讲解实验指导语：本实验是决策实验，



1173柏子琳等 : 方言对社会决策及情绪的影响——来自电生理的证据

您将和其他 3 名被试共同完成第一个实验，您是 2
号被试。您将与同时被安排进入实验室的其他三名

成员形成一个小组。小组中的每个成员都将免费获

得一张 30 元话费充值券。当充值券上免费赠送的话

费用尽时，您需要自费充值。但现在您可以转移自

己的话费到公共电子充值账户中为小组共有。公共

电子充值账户接受转账后即刻升值，将会使小组中

的公共话费增加一倍。增值后的公共话费将会平均

分配到每个小组成员的个人话费充值账户里。提示：

如果小组中的每个成员都自愿贡献话费，则相应的

每个成员所得的话费都会增加。如果只有你一人贡

献（例如你贡献了 30 元），其他三人不贡献，虽然

增值一倍，但被小组中的四个成员平分后，你将因

此而损失 15 元话费。在自愿贡献话费前，小组成员

可以通过局域网的在线交流平台表达自己的想法，

小组成员均有一次 15s 的发言机会，顺序随机。实

验结束后，将个人账户中剩余的电子话费充值劵数

额兑换话费奖励或现金奖励（主试将 30 枚一元硬币

作为电子话费充值券的代币与公共账户投币箱一并

放到被试面前）。

④主试给其他实验主试拨打电话，假装询问其

他被试是否同样明白了实验指导语、可以同时开始

实验。为被试营造一种真实的实验氛围。

⑤依次播放假被试 4、1、3 号的普通话录音，

最后由被试发言，阐述自己的想法。分别记录被试

在听、说的过程中的生理指标。

⑥暂停生理信号的采集，被试任务：（1）填写

PANAS 量表；（2）进行信任评定；（3）进行合作

决策，并将对应数量的代币投入公共账户箱。

⑦重复⑤⑥步，进行方言水平的实验。并添加

一个问题：你认为其他三名被试所说的方言与你自

己的方言相同吗？（1 完全不同，2 有一点相同，3
中等相同，4 比较相同，5 非常相同）。

2.6   结果与分析

2.6.1     自主生理反应的结果

基线期被试的平均心率为 M = 83.70（beat per 
minute，bpm），SD = 11.42。两种语言类型水平及

不同实验阶段下被试的平均心率如表 1 所示。对被

试的心率变化值（不同实验阶段的心率 - 基线期心

率）进行配对样本 t 检验。结果发现，被试在听其

他三位假被试发言时，方言水平的心率变化值（M 
= 18.48，SD = 12.15）显著大于普通话水平的心率

变 化 值（M = 12.46，SD = 12.15），t = 2.76，p = 
.008，Cohen’ s d = .50。但在被试自己发言时，方

言水平的心率变化值（M = 25.86，SD = 16.72）虽大

于普通话水平变化值（M = 21.32，SD = 16.90），

但统计意义上没有显著变化，t = 1.41，p = .166。同

理，实验期间，被试在听其他三位假被试发言时，

方言水平的皮电变化值（M = 5.04，SD = 4.12）大

于普通话水平（M = 4.61，SD = 4.02），t = .99，p = 
.327，但统计意义上不显著。在被试自己发言时，

方言水平的皮电变化值（M = 5.69，SD = 4.81）小

于普通话水平（M = 5.97，SD = 4.95），t = -.87，p 
= .391，不显著。

2.6.2   主观情绪评定的结果 
被试 3 次主观情绪评定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2 所示。配对样本 t 检验发现，方言水平下积极情绪

的变化值（M = 1.07，SD = 5.74）显著大于普通话

水平的变化值（M = -1.54，SD = 6.21），t = 3.93，

p < .001，Cohen’ s d = .44。方言水平下的消极情绪

变化值（M = -1.50，SD = 3.28）略大于普通话水平

的变化值（M = -1.07，SD = 3.85），但统计意义上

没有显著差异，t = -1.00，p = .324。

2.6.3   不同语言类型对博弈者信任与合作行为的影

响 
被试对用方言表达自己观点的假被试的信任程

度（M = 5.98，SD = .90）显著高于用普通话（M = 
5.75，SD = .88）表达自己观点的假被试，t = 2.06，

p = .044，Cohen’ s d = .26。被试在方言水平实验

后愿意捐钱的数量（M = 26.58，SD = 5.71）显著高

表1 两种语言类型水平及不同实验阶段下的心率（bpm）指标（M±SD）

表 2 两种语言类型水平下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主观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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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普通话水平实验后愿意捐钱的数量（M = 24.38，

SD = 7.05），表现出更高的合作行为，t = 2.47，p = 
.017，Cohen’ s d = .34。

2.6.4   情绪、信任与合作行为之间的相关分析

方言水平下，信任与合作呈正相关（r = .26，p 
= .068），边缘显著。情绪与信任及合作之间没有显

著相关。普通话水平下，信任与合作呈显著正相关（r 
= .49，p < .001），实验后主观消极情绪与信任呈显

著负相关（r = -.40，p = .004）。进一步采用 Hayes
（2013） 开 发 的 PROCESS 宏（model 4）、 运 用

5000 次随机抽样的 Bootstrap 法（Preacher & Hayes, 
2004）检验信任在消极情绪体验与合作的中介效应，

并根据 95% 的置信区间中是否包含 0 来判断中介效

应的显著性，若 95% 的置信区间不包含 0，则说明

中介效应显著（窦凯，刘耀中，王玉洁，聂衍刚，

2018）。结果发现：由“主观负性情绪体验→信任

→合作行为”产生的路径，95% 的置信区间不包含

0（95% CI:[-.7330，-.0544]），表明信任在主观负性

情绪体验与合作之间具有显著的间接效应（β = -.33，

SE = .15，p = .026），且直接效应不显著（β  = -.13，

SE = .24，p = .590），故信任发挥完全中介作用。

进一步分析发现，主观消极情绪评定显著负向预测

信任，信任显著正向预测合作，而消极情绪体验对

合作的直接预测作用不显著。中介模型如图 1 所示，

路径上标注了各变量间的非标准化回归系数及显著

性检验结果（*p < .05；**p < .01）。

图1   普通话水平下主观消极情绪评定、信任、合作的中介模型

3   实验 2

3.1   被试  
实验 2 结束后根据被试记录单及访谈可知，有

17 名被试认为实验 2 中实验材料不是自己家乡的方

言，因此剔除其实验数据。进入数据分析的被试为

54 名（18.53 ± .63 岁；44 女，10 男）。

3.2   实验设计  
2（语言类型：方言，普通话）×4（分配方案：

￥5- ￥5、￥3- ￥7、￥2- ￥8、￥1- ￥9）两因素被

试内实验设计，要求被试对提议者的分配方案选择

接受或者拒绝。因变量为被试接受率。

3.3   实验材料

正式实验中提议者的分配方案录音由 4 男、

4 女熟练双言者提前录制。每位双言者会录制使用

普通话或方言表达的 4 种分配方案。所有录音均用

Adobe Audition CS5.5 剪辑而成。

3.4   实验程序  
用 E-Prime 2.0 编写。每个被试单独完成实验。

①呈现实验指导语：每轮实验你将和随机选出

的另一个人共同完成这个实验，你们将对 10 元资金

进行分配，由对方提议分配方案，你来决定接受或

拒绝他 / 她的提议，如果你接受，那么资金按对方

的提议分配，请你按键盘上的 F 键；如果不接受，

则双方收益均为零，请你按键盘上的 J 键。每次你

将和不同的对象配对完成博弈。你每一次的决策结

果均会被保密。实验结束后会根据你们在实验中得

到的资金数额分配不同价值的奖品。

②练习至少 8 次。具体实验程序如图 2 所示。 
③开始正式实验，共 32 个试次。实验结束后，

被试填写实验情况记录单，主试询问被试两个问题：

（1）在刚才的实验过程中，对方使用的方言是否是

你家乡的方言，是否对实验程序存在疑问？（2）听

到方言你是否会觉得亲近、亲切？

图2    改编的最后通牒博弈实验流程

3.5   结果与分析

3.5.1   不同分配方案下回应者的接受率

图3     不同分配方案下接受率的变化



1175柏子琳等 : 方言对社会决策及情绪的影响——来自电生理的证据

分配方案越公平，被试的接受率越高。如图 3
所示。

3.5.2    语言类型对最后通牒任务接受率的影响

不同语言类型在不同分配方案下的接受率如表

3 所示。

对不同语言类型在最后通碟博弈中的接受率

进行两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发现：语言

类型的主效应显著，F（1, 53）= 4.96，p = .030，

ηp
2   = .086。分配方案的主效应显著，F（3, 159） 

= 97.84，p < .001，ηp
2  = .852。 分 配 方 案 与 语 言

类型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3, 159） = 1.69，p = 
.181。分配方案的多重比较结果表明，四种分配方

案下，任何两种分配方案的接受率差异都显著（p < 
.001）。进一步对不同语言类型在同一种分配方案

下的接受率进行配对样本 t 检验，在￥2- ￥8 分配

方案下，方言水平的接受率显著高于普通话水平，

t = 2.31，p = .025，Cohen’ s d = .21，其他分配方案

下虽然方言水平的接受率均高于普通话水平，但统

计水平上没有显著差异。

4   讨论

社会决策主要发生在社会互动情境中，参与者

需做出决策。在考虑自己得失的同时，还要兼顾其

他博弈者的决策行为和利益得失。本研究运用公共

物品博弈和最后通牒博弈，从群体、个体两个角度

验证方言对社会决策的影响。

实验 1 被试在听到家乡方言时心率显著上升，

信任与合作水平提高，我们推测这可能是社会认同

与内群体偏爱所致，因为由实验后与被试简单的访

谈得知，多数被试在听到方言时表示亲切和激动，

倾向于与老乡合作。Tajfel（1979）指出社会认同

是个体自我概念的一部分，它来源于个体对自己

作为某个或某些社会群体成员身份的认识及附加

于这种成员身份的价值和情感方面的意义。群际偏

爱是在群体内或群体间产生的，在评价和行为上表

现出对某个群体明显偏好的倾向（陈世平，崔鑫，

2015）。而在发言的环节被试心率没有显著变化的

原因可能是较少被试用方言表达自己的观点且发言

内容不一。本实验中被试的皮肤电没有显著变化，

可能是两种语言水平下的情绪唤醒度之间的差异还

不够明显，亦或是由于皮电指标对一般情绪敏感性

不高且个体差异较大。本研究发现在普通话水平下，

信任水平是消极情绪与合作行为的中介变量。根据

情感信息模型的观点，情绪体验可以解释社会判断

的结果。在消极情绪下，人们感知到环境中存在的

危险、不确定性的因素。由此可见，消极情绪可能

会促使人不信任他人，对他人的知觉产生负偏向，

表现出较少的合作行为（窦凯等，2018）。而在方

言水平下此中介模型不成立，可能由于方言的影响

因素较多，与普通话水平形成的机制有偏差。

实验 2 中，提议越公平接受率越高，这一现象

与前人的诸多研究结论相同（董圣鸿，郑海林，王

燕，余巧玲，2016；王芹，白学军，2010）。实验

结果再次证明，人不是一个纯粹的“理性人”，不

会无底线地追求利益而放弃公平。Camerer（1997）

提出社会偏好理论，它假设人不仅有一种自利的愿

望以得到高收益，而且也会关心他人的收益。由于

博弈者有一种减少与博弈对手之间有收益差距的动

机，对自我利益与他人利益进行权衡（苏彦捷等，

2012），即出于对公平的偏爱而做出损害双方的决

策。前人研究表明，博弈对手的民族身份差异会影

响最后通牒博弈中的行为（Kubota, Li, Bar-David, 
Banaji, & Phelps, 2013）。种族文化差异可通过身份

认同和内团体偏差影响人们的决策方式（李欧等，

2016）。老乡心理的本质是祖籍族群认同。中国人

的老乡心理表现在离开家乡到外地后对家乡的怀念、

对家乡人的依恋、对家乡方言的认同、老乡之间的

相互帮助行为乃至老乡之间的组织行为（姜永志等，

2012）。因此，相比于普通话水平的实验，尤其是

在￥2- ￥8 分配方案的方言水平下，博弈者似乎不

再那么关注公平，而是对方言以及背后深层的老乡

认同、老乡情结产生了内群体偏爱、安全感和归属

感，削弱了对绝对公平的追求，表现出对个人利益

的退让，反而使双方的收益都得以增加。此外，实

验效应的产生也可能是语言的“熟悉度”带来的安

全感和可信任度，未来研究若换作其他有类似的“熟

悉度”的表达形式，例如少数民族见到本族服饰等，

也可能存在此效应。

表3  不同语言类型在不同分配方案下的接受率（M ± 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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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作为一种以地域文化为标志的普通话变体，

是由特殊的句子结构、词汇及发音所组成，使用某

种方言而非另一种方言，主要取决于说话者的籍贯

和语言传承。在异乡说同样方言的个体之间就是老

乡关系，老乡关系的本质就是对籍贯地区以及相关

事物的认同。本研究结果一方面说明了方言的使用

提高了被试对老乡的信任与合作水平，削弱了在不

公平情境下对个人利益的渴望和不确定情境下的不

安全感。另一方面，被试在主观情绪和生理反应上

也表现出对方言的偏爱。因此，本研究以方言对社

会决策的影响为新视角，推动语言与社会决策领域

在中国的本土化发展。此外，方言在社会生活中对

稳定社会秩序、凝聚个体力量具有重要价值。各地

的方言作为自己文化的一部分，都应得到传承和保

留。未来研究可进一步关注社会价值取向以及不同

场合下方言对社会决策的影响。

5   结论

（1）在公共物品两难实验中，被试在方言条件

下表现出更高的人际信任与合作水平、更大的主观

评定积极情绪和心率变化值；普通话条件下信任在

消极情绪和合作行为间发挥着完全中介作用。

（2）在最后通牒博弈实验中，被试在方言条件

下对￥2- ￥8 分配方案的接受率显著高于普通话条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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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ile recent studies have shed ligh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and decision, less is known about diglossia and social decision-

making, especially regarding empirical evidence. The present study was designed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language type (dialect and Mandarin) on 

diglossia speakers’ social decision-making by two experiments using within-participants design. The purpose of the first experiment was to determine 

whether dialect had an impact on the diglossia speakers’ group decision making by using adapted public good game (PGG), including interpersonal 

trust, cooperation and emotion level. Experiment 2 used ultimatum game (UG)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dialect on individual’s social decision.

Participants were undergraduates whose hometowns were Qingdao or Weifang in Shandong province and started to speak dialect from birth. All the 

recordings were recorded by proficient diglossia speakers and edited by Adobe Audition CS5.5. All the stimuli were presented on a 14-inch Lenovo 

computer by E-prime 2.0.

In experiment 1, participants were told to play a game with the other 3 undergraduates performed by our experimenters in a separate room. 

Participants first completed PANAS questionnaire. Then we used physiological recorder MP150 to measure eletrocardio and skin conductance activity 

lasted for 5 minutes as baseline. Each subject had 30 yuan, and they could secretly choose how many of their private tokens to put into a public pot. 

The tokens in this pot were multiplied by two and this "public good" payoff was evenly divided among players. Each subject also kept the tokens 

they did not contribute. Before they put tokens into the pot, they had 15s to express their opinions. Participants were told that 4 participants spoke in 

random, but actually the procedure was fixed and the participant spoke at last in this way might find that all the other participants spoke in the same 

dialect as him. After the speaking stage, participant needed to complete 4 ratings, including PANAS, trust rating, cooperation rating, level of similarity 

in dialect with other three undergraduates.

Experiment 2 was 2 (language: dialect and Mandarin) × 4 (distribution plan: ￥5- ￥5, ￥3- ￥7, ￥2- ￥8, ￥1- ￥9) design. There was a 

total of 32 trails in formal experiment. In a trial, a black fixation was presented for 800ms first. Then, the distribution plan was played in two levels 

randomly in 5000ms. Next, the responders made their decisions whether they accepted and got the responding money, or refused and neither of the two 

individuals received any money. After that was a feedback for 1500ms. At last, a blank screen was presented in 500ms.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1) In PGG, participants expressed higher interpersonal trust (p = .044), cooperation (p = .017), positive emotion 

variation (p < .001), heart rate variation (p = .008) in dialect level than in Mandarin level. In Mandarin level, the trust score correlated positively with 

cooperation score (p < .001) and negatively with negative emotion (p = .004). Furthermore, the trust score fully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egative emotion and cooperation score. (2) In UG, the more equitable the proposals were, the higher the acceptance rate was. Participants had 

significantly higher acceptance rate of the distribution plans spoken in dialect than in Mandarin, p = .03.

These findings highlighted the influence of dialect on people’s cognitive, emotion and decision-making, providing new ideas for further study of 

language and decision-making.

Key words   diglossia, social decision-making, emotion


